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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创造力
———相对组织支持感和情感承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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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2． 贵州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从自我提升视角出发，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分析组织支持感影响员工创造力的过程机制，相对组织

支持感的调节作用以及情感承诺与创造力之间的曲线关系。基于 458 份企业员工与主管的配对样本，研究结果表

明: 相对组织支持感显著正向调节了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情感承诺与员工创造力呈显著的倒 U 型

关系，情感承诺在组织支持感与创造力关系之间起到了瞬时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拓展了对组织支持感的影响机制

及其边界条件的分析，深化了情感承诺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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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组织愈发依赖员工的创造力来推动组织创新和变革，以应对复杂多变的

外部环境。员工创造力作为组织创新的微观基础，是指员工在工作中提出与产品、服务、工作流程等相关
的新颖且有用的想法。［1］作为一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创新性活动，员工创造力的激发需要组织提供
不同形式的鼓励、支持和奖励。［2］组织支持感反映了组织对员工贡献的认可及对员工福祉的关心［3］，表征
了员工对组织支持的信念。部分实证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在激发员工创造力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4，5］然而，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仍存在争议。Zhang 等的研究指出，组织支持感正向影响员
工的创造力。［2］而 Khazanchi ＆ Masterson 的实证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不显著。［6］同
时，以往研究大都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组织支持感增强了员工对组织的义务感，为了回报组织的恩惠
员工会形成积极的态度例如情感承诺［7，8］，进而表现出高的创造力或创新行为［4］。

虽然社会交换机制目前已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但是研究者对组织支持感影响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其
他心理机制仍缺乏深入探析［9］。组织支持感蕴含着组织对员工的评价，会影响员工对自我价值的感
知［8 － 10］，而这与个体的自我提升动机相关［7，10］。当员工对自己在组织中的价值或地位的感知良好时，很
可能产生对组织目标的认同和情感投入［10］，因此自我提升过程也是组织支持感影响员工态度的重要机
制［7］。另外，Ｒhoades ＆ Eisenberger［8］的元分析显示，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关系的强度在不同研究间存
在异质性。这意味着组织情境因素可能影响了二者之间的关系。［2］已有文献常常暗含员工是独立地对组
织的支持进行评价并做出反应，而忽视了组织支持感的形成会受到组织中其他社会信息的影响。［11］近期
的研究指出，为了确认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员工经常通过社会比较来判断，相比参照群体自己获得的组织
支持是否高于群体成员的平均水平［12］，即通过相对组织支持感来实现对自我的积极认知。相对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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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代表了员工评价组织支持时的重要社会信息，会影响员工对其在组织中相对地位或价值的认知［13，14］，
能够促进或阻碍员工的自我提升，因而调节了组织支持感与员工承诺的关系。

图 1 研究模型

此外，研究者对情感承诺与创造力关系的探索
也不够深入。情感承诺是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动力
因素。［4］但 Ｒandall 曾指出，过高的组织承诺会抑制
个体的创造力与创新。［15］这意味着情感承诺的影响
可能存在“过犹不及”效应。［16］基于此，本文将依据
自我提升视角、社会比较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实
证分析相对组织支持感对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
关系的调节作用，情感承诺与创造力关系的倒 U 型关系，以及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 如图 1) ，以期深化对
组织支持感影响员工态度与行为的心理机制的探析，丰富情感承诺与创造力关系的理论分析，进而为组
织管理实践提供启示。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组织支持理论认为，为了满足社会情感需求和判断组织是否会对自己的努力做出回报，员工会形成

一种有关组织重视其贡献并关心其福祉的信念，即组织支持感［3，9］。组织支持感建立在员工对组织的人
格化基础上，来源于个体对影响他们的组织政策、程序、规则、行动的体验和动机归因。［3］高的组织支持感
反映了组织对员工的积极导向，员工则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行为。大量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正向影
响员工的工作态度、任务绩效和角色外行为。［7，8］然而，已有研究通常将组织支持感视为员工与组织之间
的二元对偶( Dyadic) 关系［14］，关注员工自身获得的组织支持的“绝对值”及其对员工的态度或行为影响。
而在工作情境中，员工在判断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支持时，社会信息或社会影响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由于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组织对待他们的方式和质量的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评价因缺乏组织
支持应该达到什么程度的客观标准，使得员工更可能通过社会比较来判断自己是否得到了组织的良好对
待［13，17］。社会比较理论指出，当缺乏客观标准时，个体会通过与相似的他人进行比较，以评价自己的能
力、意见和相对地位。［17］在组织情境中，这种相关的标准通常是员工的直接参照群体，即同事。［12］员工与
同事每天都面对相同的领导、事件和实践，且同事间频繁的互动使得容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例如
观察和交谈来获得足够的社会信息，因而同事常常是员工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但是与少数几个同事进
行社会比较来判断自己的相对地位或价值难以提供有效的信息，所以人们倾向于选择群体整体或群体平
均水平作为参照点，来判断相较于平均水平，他们自己是否变得更好或更差。［18］应用到组织支持的评价过
程中，员工通过与群体成员相比较而形成的有关组织支持程度的认知就是相对组织支持感。［13］因此，相对
组织支持感是指员工对关于与群体成员平均支持水平相比他们获得的组织支持的评价。［13，14］迄今，相对
组织支持感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仅有的研究检验了相对组织支持感对组织承诺和组织支持感的直接影
响，缺乏实证分析组织支持感与相对组织支持感同时对员工情感承诺的影响。

( 一) 组织支持感、相对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

情感承诺是指个体对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认同、情感依恋以及投入组织的程度。［19］作为一种工作态
度，情感承诺的形成更多来自员工的积极工作经历。大量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能够有效预测员工的情
感承诺。但是以往研究大都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来阐释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承诺的影响，而对自我提升的解
释机制的探究不足。近期的研究指出，组织支持感导致情感承诺的心理机制包括社会交换与自我提升过
程。［7］自我提升理论是指人们具有尽可能正面或积极地看待自己的动机。［20］组织支持感传递出组织对员
工认可和尊重的信号，确认了员工在组织中的价值和地位，有助于提高员工的自我价值、能力感知或自
尊［9，10］，从而促进了员工的自我提升。当工作情境维持或提高了个体对自我的积极认知时，个体更可能将
自我投入这个情境中。相反，个体则倾向于从威胁到积极自我认知的情境中退出，包括心理与情感上的
退出。［20］因此，组织支持感通过增强员工的自我提升，使得员工将情感投入到组织中，进而提高了对组织
的情感承诺。［10］然而，为了确认自我的价值和地位，维持对自我的积极认知，员工不仅依据自己实际获得
的组织支持，而且会通过社会比较来实现。社会比较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个体对自身地位的认知以及促
进自我提升。［18］在组织情境中，员工经常利用社会比较来判断自己在组织中的“相对位置”。相对组织支
持感传递出员工在组织中的“相对地位”。［13］当员工认识到组织为其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小于所属群体的
平均水平时，他们会认为自己在组织中并未受到充分地重视，并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而个体更喜欢获得
相比他人更具有优势的结果。［12］较低的相对组织支持感因而负向影响了员工对自我价值的认知，这不利
于个体的自我提升，进而降低了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相反，当员工感知到组织提供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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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高于所属群体的平均水平时，认为对组织而言他们是十分重要的［14］，他们得到了组织特别的支持和关
心，并在组织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促进了员工的自我提升，从而会增强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承诺的积
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相对组织支持感调节了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当相对组织支持感高时，组织支持感
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较强。

( 二) 情感承诺与创造力的曲线关系

情感承诺是员工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21］、创造力或创新行为的重要前因［4］。然而，已有大多数研
究都暗含了情感承诺总是会带来积极结果的假设。Ｒandall 较早地指出，员工过高的组织承诺可能会阻碍
其创造力。［16］Meyer ＆ Maltin 在系统回顾员工承诺的研究后也指出，过高的情感承诺可能会产生负面影
响，但是研究者目前还未对情感承诺的负面结果给予足够的关注。［22］情感承诺表征了员工与组织之间的
社会交换关系。较低的情感承诺意味着员工与组织之间社会交换关系的质量较低，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与
互惠法则，员工没有很强的动力去表现出更多有利于组织的行为，而更可能从事满足持续雇佣要求的活
动，或者仅仅表现出角色内行为。［21］而创造力通常被视为员工的角色外行为，较低的情感承诺降低了员工
对组织的奉献与责任感，因而不利于员工创造力的发生。但是，过高的情感承诺也可能会抑制员工的创
造力。一方面，过高的情感承诺反映了员工与组织之间存在高质量的社会交换关系，这引发了高的义务
感，为了回报组织、平衡交换关系和提高自我形象，过高的义务感促使员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提高
工作绩效，特别是任务绩效，因为此时员工的行为更多受外部因素调节，并且任务绩效构成了雇佣关系的
基础。［5］这样将会消耗员工过多的个人资源，并可能带来压力或倦怠。员工提出创新性观点常常蕴含着
风险，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1］，个体资源的过度损耗从而会降低其创造力。另一方面，过高的情感承诺意
味着员工对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以及高的情感依恋。［22］过高的组织认同和情感依恋使得员工对
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持有高的容忍度［23］，或者倾向于遵守现状，不希望进行改变。Ｒandall 明确指出，过高
的承诺使得员工容易盲目地遵守组织中的规则。［16］员工对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或不满的高接受度会阻碍其
创造力，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的动机去采取行动来解决工作中出现的不满意或问题［1，24］，而创造力常常产生
于个体解决工作相关问题的过程之中或由问题直接触发［1］。因此，中等水平的情感承诺可能最有利于员
工创造力的发生，此时员工借由良好的社会交换关系可以获得组织的资源支持和帮助，为了回报组织的
支持，他们会通过提出创新性的观点来帮助组织实现目标。同时，中等水平的情感承诺带来了积极情
感［8］，而积极情感能够促进员工的创造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 情感承诺与创造力呈倒 U 型关系，当情感承诺处于较低与较高水平时，员工的创造力较少，中等
水平的情感承诺下，员工的创造力较多。

( 三) 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

如前所述，组织支持感增强了员工对自我价值的积极认知，满足了员工的自我提升动机［9，10］，使得员
工更认同组织的目标并产生情感依恋，从而促进了对组织的情感承诺［7］。Meyer ＆ Allen 指出，组织中能
够使员工感到舒适并增强其能力感知的工作经历会促进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20］Kurtessis 等的元分析
也指出，自我提升是解释组织支持感影响情感承诺的重要机制。［7］而情感承诺代表了员工与组织之间的
心理联结。［16］中等水平的情感承诺能够促进员工通过创造性地工作来回报组织的支持［4］，过低的情感承
诺则降低了员工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过高的情感承诺不仅会消耗员工的心理资源，而且使员工容易忽
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盲目地信任组织，员工因创新能力与动机的不足而表现出较低的创造力。由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H3: 情感承诺非线性地中介了组织支持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样本和程序
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 43 家企业的员工及其直接主管，调查企业涉及金

融、电子、生物科技等行业。调查企业的员工在开展工作时常常需要解决一些非结构化问题，所在组织也
鼓励和支持员工创造性地工作，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与资源支持。在调查之前，研究者首先与目标企业
的管理者取得联系，在获取支持后，将打印整理好的问卷邮寄给企业的联系人，并附上详细的问卷填写指
南。为了确保配对成功，主管与下属的问卷均有相应的编号，并要求每位主管最多可以评价 7 名直接下
属。同时，研究者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多次与企业联系人进行沟通，最后由企业的联系人将填写好的问
卷邮回至研究者。

通过便利抽样，先后共回收员工问卷 505 份，主管问卷 97 份，剔除部分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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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458 份，共 96 个团队，平均每个团队有 4. 72 人，有效率为 90. 69%。在有效的员工样本中，女性占
47. 81%，男性占 51. 18% ; 调查对象的年龄在 21 ～ 30 岁之间的占 33. 8%，31 ～ 40 岁的占 41. 5%，41 ～ 50
岁的占 19. 7%，51 ～ 60 岁的占 4. 6% ; 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占 6. 3%，专科占 13. 5%，本科占 63. 3%，硕士占
15. 9%，博士占 0. 9% ; 普通员工占 73. 4%，基层管理者占 19. 0%，中层管理者占 7. 2%，高层管理者占
0. 4% ; 参加工作的时间 1 年以下的占 5. 2%，2 ～ 4 年的占 19. 0%，5 ～ 7 年的占 18. 6%，8 ～ 10 年的占
12. 4%，11 ～ 15 年的占 16. 8%，16 年以上的占 27. 9%。

( 二)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均来自国外文献，且在中国组织情境的实证研究中被多次使用过。按照翻

译再回译的程序，研究者将所有问卷翻译成中文，并对部分题项的表述进行了修改。所有量表均采用李
克特 6 点计分。

1. 组织支持感，采用 Lambert 改编的量表［24］，包含 8 个条目，由员工进行评价。示例条目如: 公司会
考虑我的目标和价值观。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 0. 924。

2. 相对组织支持感，基于 Vardaman 等对相对组织支持感的操作性定义［13］，采用 Vardaman 等提出的
相对组织支持感的测量方法［13］使用个体的组织支持感减去团队成员平均的组织支持感之后得到的分数
来代表相对组织支持感。

3. 情感承诺，采用 Tsui 等修订后的 9 个条目量表［25］，由员工进行评价。示例条目如: 为了公司的成
功，我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 926。

4. 创造力，采用 Zhou ＆ George 编制的 13 个条目量表［1］，由主管进行评价［6］。示例条目如: 下属会提
出实现目标的新办法。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 952。

5. 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其他的替代解释机制，依据创造力相关研究［1］，选取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工
作年限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 一)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所有变量均为单维度构念，为了检验组织支持感、情感承诺和创造力三个潜变量的区分效度，

采用 Mplus8. 0 软件进行了一系列的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 1 所示，三因子模型的
拟合指标( χ2 = 1592. 03，ＲMSEA =0. 08，CFI = 0. 89，TLI = 0. 89，SＲMＲ =0. 05) 较好，且优于其他几个替代
模型，这表明变量测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 df ＲMSEA CFI TLI SＲMＲ
1. 一因子模型 POS + AC + CＲE 5668. 44 405 14. 05 0. 17 0. 50 0. 46 0. 17
2. 二因子模型 POS + AC，CＲE 3396. 58 404 8. 41 0. 13 0. 72 0. 69 0. 11
3. 二因子模型 POS，AC + CＲE 3766. 29 404 9. 32 0. 14 0. 68 0. 66 0. 14
4. 三因子模型 POS，AC，CＲE 1592. 03 402 3. 96 0. 08 0. 89 0. 89 0. 05

注: POS 代表组织支持感; AC 代表情感承诺; CＲE 代表员工创造力; + 表示两个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

(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组织支持感与相对组织支持感显著正相关( r = 0. 786，

p ＜0. 01) ，与情感承诺显著正相关( r = 0. 412，p ＜ 0. 01) ，与创造力显著正相关( r = 0. 385，p ＜ 0. 01) 。相对
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显著正相关( r = 0. 353，p ＜ 0. 01) ，与创造力显著正相关( r = 0. 304，p ＜ 0. 01) 。情
感承诺与创造力显著正相关( r = 0. 354，p ＜ 0. 01) 。

表 2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1. 520 0. 500 －
2 1. 960 0. 871 0. 145＊＊ －
3 2. 920 0. 760 0. 111* 0. 075 －
4 1. 350 0. 631 0. 035 0. 267＊＊＊ － 0. 075 －
5 4. 004 1. 646 0. 061 0. 803＊＊ 0. 091 0. 197＊＊＊ －
6 4. 028 0. 968 － 0. 063 － 0. 004 － 0. 022 0. 127＊＊ － 0. 037 －
7 0. 002 0. 761 － 0. 038 0. 022 0. 051 0. 112* － 0. 021 0. 786＊＊＊ －
8 4. 479 0. 842 0. 045 0. 157＊＊＊ 0. 054 0. 092* 0. 150＊＊ 0. 412＊＊＊ 0. 353＊＊＊ －
9 4. 203 0. 721 0. 078 0. 080 0. 038 0. 135＊＊ 0. 104* 0. 385＊＊＊ 0. 304＊＊＊ 0. 354＊＊＊ －

注: 1 代表性别; 2 代表年龄; 3 代表教育程度; 4 代表职务级别; 5 代表工作年限; 6 代表组织支持感; 7 代表相对组织支持感; 8 代表情感

承诺; 9 代表创造力。N =458; ＊＊＊p ＜ 0. 001，＊＊p ＜ 0. 01，*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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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在回归分析时，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将自变量和

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再相乘得到交互项。首先，检验假设 1，把情感承诺作为因变量，组织支持感作
为自变量，依次将员工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务级别和组织支持感分别纳入回归方程构建模型 1 与
模型 2，随后将调节变量相对组织支持感放入方程回归模型 3，最后在模型 1 到模型 3 的基础上，将交互项纳
入回归方程构建模型 4。其次，对假设 2 进行检验，把创造力作为因变量，情感承诺与标准化后的情感承诺的
平方项作为自变量，采用与假设 1 相同的步骤依次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分别放入回归方程构建模型 5 至模
型 8。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控制变量对情感承诺的影响均不显著，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显著
( M2: β =0. 420，p ＜ 0. 001 ) ，组织支持感和相对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 ( M4: β = 0. 241，
p ＜ 0. 001) ，因此，相对组织支持感对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 1 得到支持。
同时，由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相关性较高( r = 0. 786，p ＜ 0. 01) ，在回归分析时，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 对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当组织支持感加入回归方程 M2 时，VIF =1. 026; 当相
对组织支持感加入回归方程 M3 时，组织支持感对应的 VIF =2. 66，相对组织支持感对应的 VIF = 2. 61; 当交
互项加入回归方程 M4 时，组织支持感对应的 VIF = 2. 68，相对组织支持感对应的 VIF = 2. 69，交互项对应
的 VIF = 1. 11，总体上所有自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5［26］，这表明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低。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情感承诺 创造力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性别 0. 022 0. 050 0. 050 0. 051 0. 073 0. 099* 0. 088* 0. 086*

年龄 0. 080 0. 065 0. 062 0. 060 － 0. 069 － 0. 088 － 0. 101 － 0. 119
教育程度 0. 044 0. 043 0. 039 0. 029 0. 033 0. 032 0. 023 0. 020
职务级别 0. 060 0. 001 0. 001 － 0. 001 0. 128＊＊ 0. 075 0. 075 0. 069
工作年限 0. 068 0. 105 0. 108 0. 081 0. 127 0. 166* 0. 142* 0. 144*

POS 0. 420＊＊＊ 0. 372＊＊＊ 0. 402＊＊＊ 0. 388＊＊＊ 0. 298＊＊＊ 0. 273＊＊＊
ＲPOS 0. 061 0. 102

POS × ＲPOS 0. 241＊＊＊
AC 0. 213＊＊＊ 0. 210＊＊＊
AC2 － 0. 157＊＊＊
Ｒ2 0. 032 0. 204 0. 205 0. 258 0. 032 0. 179 0. 215 0. 238

调整 Ｒ2 0. 021 0. 193 0. 193 0. 245 0. 021 0. 168 0. 203 0. 225
△Ｒ2 0. 032 0. 172 0. 001 0. 053 0. 032 0. 147 0. 036 0. 023
F 2. 958* 19. 247＊＊＊ 16. 609＊＊＊ 19. 508＊＊＊ 2. 986* 16. 346＊＊＊ 17. 592＊＊＊ 17. 554＊＊＊

注: N =458，＊＊＊p ＜ 0. 001，＊＊p ＜ 0. 01，* p ＜ 0. 05; POS = 组织支持感，AC = 情感承诺，ＲPOS = 相对组织支持感。

为进一步验证相对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本文采用 Hayes 开发的 PＲOCESS 宏程序进行了偏差矫正
的非参数百分位抽样自助法检验［27］，执行模型 1，采用重复抽样 5000 次，计算 95%的置信区间，并按照均
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别区分了低、中、高三种相对组织支持感水平，检验了相对组织支持感不同水平下
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与相对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对情感承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β = 0. 202，CI 为［0. 132，0. 272］，不包含 0) ，并且当相对组织支持感分别处于低、中、高三个水平时，相对
组织支持感在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之间的调节效应均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 β1 = 0. 196，CI 为［0. 074，
0. 318］; β2 = 0. 349，CI 为［0. 236，0. 463］; β3 = 0. 503，CI 为［0. 374，0. 633］，均不包含 0) ，与此同时调节作
用的效应值从低相对组织支持感的 0. 196 ( p ＜ 0. 001) 上升到高相对组织支持感的 0. 503 ( p ＜ 0. 001 ) ，这
表明在相对组织支持感的不同水平下，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承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为了更直观地显示相
对组织支持感在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之间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根据罗胜强和姜嬿［26］推荐的方法，分别
以高于均值的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为基础，绘制了在不同的相对组织支持感水平下，组
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的关系图。从图 2 可以看出，相对组织支持感高时比相对组织支持感低时，组织支
持感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会比较强，即相对组织支持感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

此外，由表 3 可知，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和工作年限正向影响创造力，女性和男性在工作复杂性与创新
期望上的差异可能影响了其创造力，而工作年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拥有特定领域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程度，
因而有利于创造力的发生。组织支持感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 M8: β = 0. 273，p ＜ 0. 001) ，情感承诺显著
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 M8: β = 0. 210，p ＜ 0. 001) ，并且情感承诺平方项的回归系数显著( M8: β = － 0. 157，
p ＜ 0. 001) ，这意味着情感承诺与创造力之间呈现二次曲线关系。由于情感承诺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二
者的关系为倒 U 型曲线关系( 如图 3) ，即当员工的情感承诺处于中等水平时，员工创造力的水平较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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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相对组织支持感对组织支持感与 图 3 情感承诺与创造力的倒 U 型关系
情感承诺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当情感承诺处于较低或较高水平时，员工创造力均有所降低，因此假设 2 得到支持。
最后，为了检验假设 3，本文采用 Hayes ＆ Preacher 提出的检验包含非线性关系的瞬时中介效应的方

法［28］，通过在 SPSS 20. 0 软件中执行 MEDCUＲVE 程序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在执行 1000 次
的 Bootstrap 重复抽样后，当自变量组织支持感从距离均值一个标准差到组织支持感的均值时，情感承诺
的瞬时中介效应显著降低，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 CI 分别为［0. 056，0. 163］和［0. 030，0. 116］) ，当
组织支持感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情感承诺的瞬时中介效应也显著，95%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 CI 为
［0. 006，0. 082］) ，这表明随着组织支持感的不断增加，情感承诺的瞬时中介效应是逐渐减弱的，过高的组
织支持感通过情感承诺对员工创造力可能产生较低的间接影响。因此，假设 3 得到支持。

表 4 情感承诺的瞬时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变量 自变量取值 重复抽样次数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瞬时中介效应

情感承诺

3． 060 1000 0． 056 0． 163 0． 101
4． 028 1000 0． 030 0． 116 0． 067
4． 996 1000 0． 006 0． 082 0． 035

五、结论与讨论
聚焦于从员工与组织关系角度分析员工创造力的产生机制，基于自我提升视角、社会交换理论与社

会比较理论，本文考察了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承诺的影响，员工社会比较行为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
情感承诺与创造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相对组织支持感知正向调节了组织支持感与情感
承诺的关系; 情感承诺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倒 U 型关系; 情感承诺在组织支持感与创造力之间起到了瞬
时中介作用。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深化了对组织支持感的影响机制的探析。以往研究主要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检验了组织

支持感对员工态度或行为的影响［8］，而忽视了对自我提升机制的阐述与实证分析。响应领域核心学者的
呼吁，本文主要从自我提升视角，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对员工自我评价或自我价值进而对组织情感承诺的
影响，阐明了自我提升动机在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关系之间的心理机制，并分析了情感承诺在组织支
持感与创造力之间的瞬时中介作用，从而丰富了对组织支持感的影响机制的探索。

其次，本研究拓展了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关系的边界条件的研究。现有文献表明组织支持感正向
影响情感承诺，但是不同研究中组织支持感与情感承诺关系的强度存在异质性。［8］本研究依据社会比较
理论，基于已有研究不足，引入了“相对组织支持感”变量［13］，检验了相对组织支持感对组织支持感与情
感承诺关系的调节作用，深化了对员工组织支持感的形成过程的认知，表明员工不仅关注自身获得的组
织支持的绝对值，而且关注相较于他人自己所获得的组织支持的质量，即组织支持的相对值，这一分析将
社会情境因素纳入到对组织支持感的影响的分析之中，从而更全面地阐释了员工组织支持感影响作用的
边界条件。

此外，本研究深化了对情感承诺与创造力关系的分析。已有研究基于社会交换视角表明，情感承诺
能够促进员工创造力，但是情感承诺的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情感承诺产生的积极结果。依据“过犹不及”的
观点［17］，结合研究者有关组织承诺或情感承诺的负面结果的理论分析，本文从社会交换和资源损耗的视
角，深入阐述了情感承诺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较低的情感承诺会降低员工从事创造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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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而过高的情感承诺不仅会消耗员工可以用于创造力的资源，而且促使员工固执地遵守现状，降低
了员工创造性解决工作相关问题的动机，进而抑制了创造力的产生。这既是对情感承诺的消极结果的积
极探索，而且更深入地揭示了情感承诺与创造力的关系。

( 二)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结论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管理者要认识到员工在评价组织支持对他们自我

认知的影响时，还会通过社会比较来判断组织支持的相对质量。这意味着管理者在分配资源、制定政策
和开展实践时，要让员工感受到组织是真正地关心和支持他们的，他们的努力在组织中会得到回报，同时
要注意针对不同的员工提供的支持要有差异，但是这些差异要被视为是公平的、合理的，不同群体或部门
的组织支持的差异不能太大，太大的差异通过员工之间的横向比较会降低组织提供给这些员工的支持的
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对组织目标和价值观高度认同，具有高的情感依恋的员工的创造力或创新表现可
能较低，管理者尽管需要提升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和认同，但是也要避免员工对组织形成过高的情感依恋
和认同，过高的情感承诺使得员工容易固守既有的规则和工作方式，不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工作中的不满意也可能被忽视，而不是主动地提出创新性的想法。同时，管理者可以通过一些活动
或行为，例如通过公开宣传、设置奖励方案、树立榜样、提供支持和帮助等措施来提高组织的创新期望，降
低创新的负面预期，使员工相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或提出创新性观点是组织所期望的，对组织有利的行
为，进而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 三)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尽管采用主管 － 下属配对的方式收集数据，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共

同方法偏差的问题，但是仍属于横截面的研究设计，未来研究中可以分不同时间点收集组织支持感、情感
承诺和创造力数据，并在第一个时间点控制情感承诺与创造力的初始值，同时设计自变量与结果变量来
自不同的数据源［27］，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并更好地检验变量间的关系。另外，通过实验研究，操作被试的
组织支持感和相关组织支持感，能更科学地检验二者与情感承诺和创造力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员工
与组织的交换关系对其情感、态度或行为的影响，往往是在多个层面上同时发挥作用的。本研究仅从个
体层面分析了相对组织支持感的影响，没有考虑团队层面组织支持感差异化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需要
在组织情境中结合个体层面的相对组织支持感和团队层面的组织支持感差异，来全面分析二者对情感承
诺或创造力的影响。第三，情感承诺与创造力曲线关系可能存在重要的调节变量，通过影响员工的资源
损耗或降低创新风险预期，进而影响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需要识别重要的个体或组织情境因素，
以深化对情感承诺与创造力关系的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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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 The Effects of Ｒelativ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Affective Commitment

HUANG Yong1，YANG Jie2，HU Sai-sai1

( 1． School of Business，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Although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has been viewed to be an important antecedent of employee creativity，the
extant findings are inconsistency． Based mainly on the self － enhancement perspective，social comparison，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icated the influencing processe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n employee
creativity，empirically test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lativ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Using a sample from 458 supervisor － subordinate
dya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lativ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is inverted U － shaped，and there is an instantaneous indirect effect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n
creativity via affective commitment． These furthered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and deepened the analysis betwee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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